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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正值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的初期阶段，各项政策措施的效应还没有显现出

来，难以进行实证分析，但应该尽快做好理论准备。研究大湾区人口、经济与

环境之间的协同状态和机制，分析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为调控或规

避不利后果提供政策线索，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由系统

状态、要素关系、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协同机制等构成的理论分析模型，并

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数理推导。本文提出“创新的溢出效应”理论假设，即在系

统协同的帕累托最优解集和协同稳定性的条件下，创新不仅可以产生自身效应，

而且可以通过改变要素关系产生协同的外部收益。最后，从实证研究、政策分

析和情景分析三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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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使命是

指向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实施大湾区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功能布局，

以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然而，整个湾区涉及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在制度文化、社会背景、

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粤港澳三地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香港

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澳门的产业单一带来的经济发展瓶颈问题，

以及内地城市的前期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赤字问题，等等。大湾区内部的社会

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且已形成了各自的发展惯性，协同发展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现有的大量关于人口、经济与环境要素关系和协同机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基于不

同的制度文化、社会背景、资源禀赋，传统的协同发展模式无法适应粤港澳大湾

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要实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把握大湾区

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同状态和机制，在机制上找到新的突破口，寻找适合

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模式。

然而，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协同状态不可能自发形成。纵观世界著名大湾区

（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的发展历程，也经历过城市病、人口膨胀、交通拥堵、

房价飞涨、环境污染、制造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城市之间同质竞争等协同性问题［1］。

同样，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曾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人口高度聚集、环境退化严

重的过程，也经历过港澳地区通过资本和技术输出向珠三角地区转移环境压力的

过程。中国乃至世界仍没有找到解决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仅从政策效果最大化出发部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行动，即

使每个子系统都达到最优状态，整个系统的总体状态也可能不是最优的，可能因

为忽略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各要素相互影响产生的抵消或倍增效应，在实际

工作中造成“政策冲突”或“事倍功半”现象，例如产业政策可能增加资源消耗

从而给环境造成压力，严格的环保政策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等等。

显然，大湾区的长远发展不能只是被动地解决当前的矛盾，还要有一定的

预见性。如果将整个湾区的人口、经济与环境要素置于一个统一的系统进行协

同管理，无疑能够提供更丰富的解决方案，也是实施大湾区战略的初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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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同状态和机制，分析各子系统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及通过“创新”调控要素关系，可以为调控或规避不利后果提供政

策线索，也是大湾区发展初期阶段顶层设计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文献回顾
人口、经济与环境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区域协同和城市群

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置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环境之下，人口、经济与

环境的协同状态和机制、现有理论的适应性等问题，都还需要进行检验。

（1）人口、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不同研究视角。从现有文献来看，人口、经

济与环境相互关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路线。

一是以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为代表的侧重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路

线［2，3］，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呈“倒 U”关系。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4-6］，

经济规模和结构、国际贸易、市场机制、人口城市化等因素与环境污染具有“倒 U”

关系。尽管也有实证研究否定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设［7］，但国内研究表明环境

库茨涅茨曲线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国际贸易、

政府行为、经济聚集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符合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关系［8-10］。

二是基于 Ehrlich 等［11］提出的 IPAT 模型，认为环境质量（I）主要受人口（P）、

财富（A）和技术（T）因素的影响，IPAT 模型对环境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随后，Dietz 等［12］将 IPAT 模型扩展为随机 STIRPAT 模型，使其可

以容纳丰富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因素。因 IPAT 和 STIRPAT 模型简单易行，出现了大

量实证研究，并利用因素分解法解释人口和经济因素对环境的影响程度［13，14］，

且在模型中引入财富的平方项来检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适用性［15，16］。

三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也日趋明确。人口变化

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即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

发展［17，18］，经济因素通过影响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作用于人口变动［19］；

人口除了受到环境的作用外，环境变化也会对人口健康及死亡产生影响［20，21］。

总之，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关系，应该置于系统框架进行研究。

（2）系统协同理论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协同理论［22］把复杂系统有序

变化规律描述为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随着控制变量的连续变化，导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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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性质不同的新旧模式的演替，各子系统协同行动导致系统结构或功能有序

演化，不稳定性原理、序参量原理和支配原理构成了协同学的核心理论。不论

是在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协同”对区域复合系统的作用已形成共识，协

同理论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将协同理论应用于系统稳定性研究，定量

考察制度因素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23］；利用协同理论和相关方法检验城市化

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及其协同作用［24］；从关注环境与社会系统的协同演化入手，

强调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和选择过程［25］。同时，协同理论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相结合，出现了环境与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26］，

可持续性发展中的政策和技术效应对社会经济系统的作用［27］，社会生态协同发

展基础上的可持续性研究［28］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也大量采用了协同理论及其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城

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耦合等［29，30］，通过多指

标综合评价、系统耦合模型等方法对协同状态进行评价［31，32］。范斐等［33］利用

协同理论构建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模型，并采用加速遗传算法对

系统的稳定性、平衡点进行定量测算，体现了协同理论在复杂系统的子系统相

关性研究，以及系统整体演化趋势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纵观现有相关文献，就回答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机制等方

面的问题，还存在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

一是系统整体性研究。人口、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主要集中探讨

两两之间的影响及机制上，把人口、经济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协同

状态及驱动机理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二是系统动态性研究。要揭示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协同机制，不仅需要评

价系统协同的现状，而且要对其发展历程和趋势有准确的把握，并从中归纳出

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而现有研究多以系统协同现状的静态评价为主，这显

然不利于归纳出协同机制。

三是理论适应性检验。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家、省（区、市）等同质性

较高的区域进行协同性分析，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行政、

法律、关税、货币、文化”都存在差异的区域共同体，以往理论的适应性有待

证实或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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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理论模型

目前正值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的初期阶段，各项政策措施的效应还没有

显现出来，难以进行实证分析，但应该尽快做好理论准备。

3.1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结构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行政、法律、关税、货币、文化等差异背景下，按

照整体系统（大湾区）、子系统（人口、经济、环境）、要素（规模、结构、分布、

质量……）、指标（如表 1）的多层级结构进行细分，然后从下往上透析各层级

的要素关系，构成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结构，这是从理论上全面揭示影

响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关键因素与内在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表 1  系统要素构成

Table 1  System element composition

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
人口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 环境子系统

要素 指标 要素 指标 要素 指标

人口
规模

A

人口总量
经济
规模

E

人均 GDP
环境
质量

I

空气质量指数
机械增长率 GDP 增长率 土地污染超标率
自然增长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地表水质达标率
总和生育率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死亡水平（预期寿命）

经济
结构

F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自然灾害损失额
人口
分布

B

地区分布 城乡收入占比

资源
利用

J

万元 GDP 能耗
人口密度 工业产品销售率 万元 GDP 水耗

城市化水平 出口总值占比 CO2 排放量 / 万元 GDP

人口
结构

C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外商投资占比 建成区面积占比
年龄中位数 消费贡献率 生产资料投入产出比

人口老龄化水平

经济
质量

G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人均水资源蕴藏量
少儿抚养比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环境
保护

K

环保支出占比
流动人口占比 经济增长波动率 新建绿色建筑占比

出生人口性别比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 绿化覆盖率

人口
素质

D

预期受教育年限 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 公共交通出行占比
科技人员占比 产品质量优等品率

环保
文化

L

环境 NGO 数量
高等教育人员占比 单位能耗产出率 环保宣传指数

婴儿死亡率 金融
发展

H

社会融资规模 环保意识指数
孕产妇死亡率 居民存款占比 生态环境满意度

出生缺陷发生率 金融业不良率 节能节水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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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关系［34］，假设各系统要素之间两两相

关，根据表 1 所示的系统要素构成，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系统结构示意图，具体

要素关系可以通过实证分析进行要素关系识别。

注：A-L 分别表示表 1 的各要素；Yi 表示要素 i 受到的外部效能影响，Zi 表示要素 i 对

外部的效能影响；f ij 表示要素 i 对要素 j 的效能影响。

图 1  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3.2  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的要素关系识别

利用 Wulff 等［35］的方法，得到要素指标的效能元素（fij）：

	 fij=
Yj

Zj 
×

n

∑
i=1

m

∑
j=1

log（ai×n/（n+m）log（bj×m/（n+m））	 （1）

式中，ai 为要素 A 的第 i 个指标；bj 为要素 B 的第 j 个指标；n、m 分别为

要素 A 和 B 的维度；Zj 和 Yj 为指标 j 受到的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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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j=
fij-fji
Tj |Tj=

n

∑
j=1

fij+difj+innoj+Yj	 （2）

式中，dij 为指标 i 对指标 j 的直接效能；difj 为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对指

标 j 的效能，innoj 为创新对指标 j 的效能，Yj 为系统外部其它因素对要素 j

的效能。

	 D=
d11	 …	 di1

…	 …	 …
d1j	 …	 dij 

	 （3）

	 U（i，j）=（uij）=D0+D1+D2+…Dk+…=（I-D）-1	 （4）

将直接效能矩阵 D 代入式 7 得到系统效能矩阵 U，其中 D0 为原始效能，D1

为直接效能，D2+…+Dk+…为间接效能。根据系统效能矩阵元素的符号，构建如

表 2 的各种要素二元关系［36］。

表 2  要素二元关系

Table 2  Binary relationships of elements

j 要素
+ 0 -

i
要
素

+
（+，+）合作关系，
两者的效能都增加

（+，0）共栖关系，一个要素的
效能增加，一个要素的效能不变

（+，-）利他关系，一个要素的
效能增加，一个要素的效能降低

0 （0，+）
（0，0）中性关系，两者的效能

都不变
（0，-）偏害关系，一个要素的
效能降低，一个要素的效能不变

- （-，+） （-，0）
（-，-）竞争关系，两者的效能

都降低

3.3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大湾区中远期发展目标进行了定性描述，

采取适当的方法，就可以将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定性规划目标转化为定量的目

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首先，相于经济、技术和制度的演变，人口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最低［37］，

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轨迹。因此，将人口系统作为约束条件

具有合理性，即假设人口作为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目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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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口发展轨迹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产生重大转变。这样，就可以

通过人口预测结果设定人口约束条件：人口规模约束条件（Pt），人口分布约束

条件（Pd），人口结构约束条件（Ps），人口质量约束条件（Pq）。另外，资源

环境条件、区域协调性和内部差异性也是对大湾区发展形成约束的因素，可以

作为约束条件对系统起到调节作用，如表 3 所示。

其次，实施大湾区战略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实施某个单一目标，而是整个

区域内的总体发展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就要求整个系统的总效能大于各个子

系统的效能之和。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体系建设、资源要素的流动性等

也是大湾区发展的目标，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模型将其转化为系统的目标函数，

如表 3 所示。

表 3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预设

Table 3  Objective functions and constraint presets

定性描述 一般表达式
优先

级
修正依据 参数说明

目
标
函
数

在协同状态下，
系统总校能大
于各子系统效
能之和，取极

大值

F=Max［Eh（s）-
m

∑
i=1

E（Si）］>0 P1

相关理论、
要素关系

识别结果、
调研结果

E（S）为系统
总效能，E（Si）
为 i 子系统效

能

形成以创新为
主要支撑的经
济体系和发展

模式，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大幅

跃升，国际竞争
力、影响力进一

步增强

E（S）=f（θ（t），q，U（i，j），w）
>E0+bt ∣ b>0

P2
实证分析

结果

Inno 为创新体
系综合评价指

数，I 为创新要
素矩阵，W 为
权重向量，I0

为创新体系基
准情景；其它

见式（9）

Inno=f（I，W）>I0

市场高水平互
联互通基本实
现，各类资源
要素高效便捷

流动

Syn= ∑
ij

（uij，0）+ ∑
ij

（vij，0） P3
政策分析
结果、调

研结果

Syn 为协同度；
u 为正效能，v

为负效能

约
束
条
件

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显著

提高，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

E（Sen）=f（θ（t），q，U（I，j），w）
>E0+bt ∣ b>0

N/A
实证分析

结果
见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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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描述 一般表达式
优先

级
修正依据 参数说明

约
束
条
件

人口有序发展，
人力资源合理

开发
Pop=（Pt，Pd，Ps，Pq） N/A

人口惯性、
人口预测

结果

Pt 为人口规模预
测矩阵；Pd 为
人口分布预测

矩阵；Ps 为人口
结构预测矩阵；
Pq 为人口质量

预测矩阵

区域发展协调
性显著增强，
对周边地区的
引领带动能力

进一步提升

E（k）=［uij（k））∣ k ～（1，11）］ N/A

协同发展
情景分析

结果、政策
文本分析

结果、现实
可行性

E（k）为 k 城
市的效能基准

情景矩阵；uij（k）
为 k 城市的（i，
j）要素的效能

基准情景
粤港澳社会制
度不同，法律
制度不同，分
属于不同关税
区域，市场互
联互通水平有
待进一步提升

dif=f（M，w）<M0 N/A
政策文本

分析结果、
调研结果

dif 为差异性综
合评价指数，

M为差异矩阵，
w为权重向量，
M0 为差异性基

准情景矩阵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图 2 所示的理论分析模型。

协同机制

目标函数

约束条件

系统状态

理
论
体
系

差
异
性
模
块 政策体系

未来
发展
情景

命题 1

命题 2

…

命题 k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可调变量集合

帕累托最优解集

协同稳定性

调控

归纳

人口
系统

经济
系统

环境
系统

创新体系 要素关系矩阵

合作+

- 竞争

演绎 

优化9

+

2

A11	 A12	 …	 A1j

A21	 A22	 …	 A2j

…	 …	 …	 …

Ai1	 Ai2	 …	 Aij

Max［E h（S）-
k

∑
i-1
E（Si）］

h∈H

φ1（x11，x12…x1n）

φ2（x21，x22…x2n）

…

φm（xm1，xm2…xmn）

g1

g2

…

gm

f1（x1，x2…xk）

f12（x1，x2…xk）

…

fk（x1，x2…xk）

b11，b12…b1j

b21，b22…b2j

…

bi1，bi2…bij

s.t. ≤

h =

图 2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 2  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ynergie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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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协同机制

4.1  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状态

人口、经济与环境是多维、动态、非递归的开放系统，利用理论模型和表 1

的系统要素构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多维动态模型，如图 3 所示，进而判

断系统协同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因素，生成系统状态矩阵，构成对理论模型的

内在逻辑性检验，同时为下一步多目标优化模型和未来情景分析提供初始参数。

	 η =
p

∑
j=0

Βjη t-j+
q

∑
j=0

Γjξ t-j+ς t	 （5）

	 yt=Λyη t+εt	 （6）

	 xt=Λxξ t+δ t	 （7）

其中，η 为内生潜在变量（人口、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向量；ξ 为

外生潜在变量（差异性、创新体系、控制变量、政策体系）组成的向量；ς 是结

构方程的误差向量；ε 和 δ 分别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误差向量。Β 和 Γ

是系数矩阵；Λy 和 Λx 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负载矩阵。p、q 为滞后的期数。

图 3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动态结构方程模型示意图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a 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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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负载矩阵（Λy/Λx）判断预设的要素指标的解释力度，根据系数矩阵（/）

（Β/Γ）的显着性水平和数值判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方向和程度，可以从中筛

选出可被政策调控的变量，为多目标优化分析、未来发展情景分析和政策建议

提供基础参数。

4.2  协同机制的数理描述

理论模型的内涵是通过多目标优化实现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协同，以达到

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效能极大化。其实质在于，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

与环境系统（S）的结构功能特征，寻找有效的协同状态 h ∈ H，使得在协同（h）

的作用下，系统（S）的总体效能（E（S））大于各子系统的效能（E（Si））

之和且取极大值，即：

	 F=Max［Eh（S）-
m

∑
i=1

E（Si）］	 （8）

	 E（S）=f（θ （t），q，U（i，j），w）	 （9）

	 h=

f1（x1，x2…xk）
f2（x1，x2…xk）
             …
fn（x1，x2…xk）

	 （10）

	 s.t.
q ∈ Q0（p，ec，en，inno，dif，o）
h（q）∈ Q1

h ∈ H
	 （11）

式中，θ（t）为随时间变化的序参量向量；U 为要素关系矩阵；h 为系统（S）

协同的多目标优化函数向量（fi）；q 为系统的状态矩阵，包括人口因素（p），

经济因素（ec），环境因素（en），创新体系（inno），差异性（dif），其它因素（o）；

Q0 为系统的初始状态条件；Q1 为系统协同的约束条件。满足上式的目标（fi）为

系统（S）的协同状态（h），协同状态 h 的集合记为 H，即为系统（S）的协同

机制。

通过遗传算法求解上述多目标决策模型［38］，可以得出系统协同的帕累托最

优解集和协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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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协同机制的优化途径

现有的大量关于人口、经济与环境要素关系和协同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

是基于不同的制度文化、社会背景、资源禀赋，传统的协同发展模式无法适应粤

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要实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就必须在

机制上找到新的突破口，寻找适合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模式。创新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的要素关系［39，40］，进而对

整个系统的协同产生外部收益，从而为机制突破提供可能。

本文提出“创新的溢出效应”理论假设，即在特定的条件下，创新不仅可

以产生自身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变要素关系产生协同的外部收益。

根据式 1 ～ 4 的要素关系推导过程，式 1 的 aij、bij 如果受“创新”的影响

发生变化，则 fij 也会发生变化；式 2 是 aij、bij 和 Tj 的函数，其中 Tj 也受“创新”

的影响，则 dij 发生变化；同理，D 和 U 也在“创新”的作用下发生变化，即通过“创

新”改变了要素关系矩阵。

将多目标优化模型求得的θ（t）、q和w的解作为已知常量，代入效能函数（式

9），此时效能函数只受要素关系矩阵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要素关系是 fij 和

Tij 的函数，将式 1 的 fij 记作 x，式 2 的 Tij 记作 y，则

	 E（S）=f（θ （t），q，U（i，j），w） E（S）=f（x，y）	 （12）

对式 12 进行多重积分，就相当于控制其它因素（θ（t）、q、w）的情况下，

“创新”对系统效能的“净影响”，即“创新的溢出效应”（IS）：

	 IS= ∫∫
C

f（x，y）dδ =∫
f1
f2）［∫

T1

T2
  f（x，y）dy］dx	 （13）

式中，dδ 为面积元素，C 为积分域：

	 C= （x，y）| T1 ≤ y ≤ T2

f1 ≤ x ≤ f2 
 	 （14）

式中，［f1，f2］为“创新”对 fij 的作用区间；［T1，T2］为“创新”对 Tij

的作用区间。

综上所述，通过求解多目标决策模型，可以得到系统协同的帕累托最优解

集（平衡点）和协同的稳定性，并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分离出“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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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从而为全景展示未来发展情景（期望的系统协同状态）和精准调

控提供基本参数和条件。

5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研究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先后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领导小组，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各市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陆续出台了《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等配套政策 100 多项，涉及科技、金融、财税、教育、人才、要素互通等内容，

涵盖了人口、经济与环境的方方面面。尽管各项政策出台前都经过了充分的论证，

但这些政策措施对人口、经济与环境产生怎样的“协同效应或竞争损失”还没

有完全显现出来，未来至少应该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研究。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状态和机制的实证研究。协同

无论是作为一种状态还是过程，都是各种要素关系有机组合的结果。虽然人口、

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已在现有文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但

将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置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之下，考察系统内部各要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协同状态，进而对整个系统的效能产生何

种影响，却不得而知。这就需要对每一对要素关系的属性和强度重新进行鉴别，

并将这些数量众多、属性和强度各异的“关系”置于系统之中进行整体性分析，

才可能准确把握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同状态和机制。

因此，无论是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影响因素、多目标优化决策，还是人口、

经济与环境的协同机制、未来发展情景，都需要从通过实证研究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是开展以精准调控为目标的动态政策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是涵盖制度、

经济、文化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各项政策措施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有陆续

出台，使得政策分析的时效性面临挑战。首先，通达网络爬虫技术挖掘国家、

广东省、大湾区各城市有关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和规划、政策条文解释、政府公报、

官方新闻报道、利益相关方言论等，建立动态更新的政策文本语料库，为政策

分析和评估提供基础信息。其次，采用政策文本计算模型，对政策语料库进行

政策文本计算，从政策取向、政策冲突、政策质量、政策辅助决策等方面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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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策体系；最后，以系统协同的稳定平衡点为基准，根据政策取向、政策

质量和政策冲突，比对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协同优化目标，并根据现实可行性

提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多目标优化政策建议。

三是模拟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未来发展情景。情景分析

可以展示在现实条件下，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最可能的发展轨迹，达到期望

的系统协同状态所需要的条件和可能性，从而为精准调控提供准确的依据。根

据稳定的系统协同平衡点模拟未来发展情景，可以得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

济与环境系统可能达成的协同状态，是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最优状态。另外，情

景参数确定后，假设系统的要素关系都是可以调控的，穷尽各种关系组合后，

得到调控组合集，并将其逐一代入模型，可以得到未来发展情景的所有可能（也

就是未来发展情景的理论空间），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就可以按照政策取向和

现实条件从中找到可行性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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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strateg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the effects of vari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have 

not yet appeared, it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empirical analysis, but should be 

prepared for the theory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necessary and realistic to 

study the synergy between populati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GBA 

and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subsystems, which can provide policy 

clues for regulating or avoiding adverse consequen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 consisting of system state, factor 

relationship, target function and constraint condition, synergistic mechanism, 

etc., and makes mathematical deduc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 that 

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optimal solutions and synergy of the system’s 

synergy, innovation can not only produce its own effect, but also produce the 

external benefits of synergy by changing the factor relationship. Finally,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policy analysis and situation analysi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posed.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opulati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ynergic mechanism


